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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
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胡　 俊１，尹靖华２，宁愉加１

（１．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２．广东金融学院保险学院，广东广州５１０５２１）

摘　 要：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
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
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沪深Ａ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ＰＳＭＤＩＤ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
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
服务转型程度３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
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
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
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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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作为实体经济的根基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支

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
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规模增长迅
速，制造业增加值自２０１０年以后稳居世界第一。然而，相比发达国家，我国制造业发展质量还有待提
升，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核心内容。企业发展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制造业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综合反映了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生产要素利用效率的提升，是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体现（蔡跃洲等，２０１７）［１］。因此，深入研究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随着产业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化，一个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其他产业发展的影响。服务业
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不仅提高了制造业企业中间品供给的质量和效率，也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动力（戴翔，２０１６；Ａｒｎｏｌ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孙浦阳等；２０１８）［２４］。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是
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重要议题（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４；高觉民等，２０１１）［５６］。服务业发展在制造业转型升
级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Ｇｏｌａ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吕越等，２０２３）［７８］。比如：从服务贸易发展来看，服
务业开放加剧了市场竞争程度，使制造业企业可选择的服务投入种类增多、质量提升、价格下降，进而在
产业关联的作用下提升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出口绩效（Ｂａｓ．，２０１４；邵朝对等，２０２１）［９１０］；从产业集
聚来看，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能够产生规模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进而促进制造业升级（盛丰，
２０１４）［１１］。具体到服务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现有文献除了较为深入地考察了服务业与制
造业协同集聚和融合（协调）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积极作用外（伍先福，２０１８；周楠等，
２０２０；罗良文等，２０２１；刘强等，２０２３）［１２１５］，主要探讨了服务业的对外开放（霍杰，２０１２；刘艳，２０１３；李杨
等，２０１８；王欠欠等，２０１９）、产业集聚（宣烨等，２０１７；余东华等，２０１８；李晓阳等，２０２２）以及市场竞争
（周念利等，２０１５）等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１６２３］，而一些从服务业发展角度的研究又大多聚焦
于生产性服务业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彭湘君等，２０１４；赵明霏，２０１７；王文等，２０２０）［２４２６］，鲜见对于服
务业整体高质量发展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此外，相关研究大多从产业层面进行实证
检验（考察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少有企业层面的经验分析（探究服务业发展对制
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于制造业发展，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
支撑不足，且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水平较低（谭洪波等，２０１２；赵昌文等，２０１５；杨萍，２０１５）［２７２９］。为
了加快推进服务业的现代化转型，近年来我国政府积极推进服务业领域的改革。其中，２０１０年开始推行
的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要求试点地区着力解决制约服务业发展的突出问题，积极破除阻碍服务业发展
的体制机制约束和政策障碍；２０１６年又开展了第二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服务业综合改革旨在通过
放松服务业准入限制、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增加服务业资金投入等措施，加速现代服务业发展。服务
业综合改革无疑会促进试点地区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从而通过提高中间投入品的质量等推动本地制
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为科学评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然而，已有文献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政策效应分析主要
针对地区服务业发展（刘胜等，２０２１）、技术创新（陈亚平，２０２０；刘胜等，２０２３；姚战琪，２０２３）、产业结构
４３

胡俊，尹靖华，宁愉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蔡曦等，２０２２；刘胜等，２０２３）等方面［３０３５］，还未考察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制造业发展的影响。
鉴于上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

机制，并以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ＰＳＭＤＩＤ法检验服务业综合改革是否显著提升
了试点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相比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在理论上探讨
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产业融合效应推动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机
制，拓展和深化了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研究；二是基于服务业综合改革对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的推动作用，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检验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制造业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丰富了服务业综合改革的政策效应研究，并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制造业企
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三是检验了服务业综合改革提升试点地区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３
条路径（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促进服务转型）以及地区（市场化水平）、行业（要素密
度）和企业（规模）３个层面的异质性，有助于深入认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的积极影响，并
为进一步充分发挥服务业综合改革的政策效应提供了启示。此外，本文采用ＰＳＭＤＩＤ法进行政策效应
分析，克服了采用单一指标来衡量服务业发展的局限性，并有效地处理了模型检验的内生性问题，可以
更为科学地揭示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企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１．服务业综合改革、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为了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２０１０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通知》

（发改产业〔２０１０〕１８２６号），启动了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２０１６年，《“十三五”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
试点实施意见》出台，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做好“十三五”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
产业〔２０１６〕２５５７号）。服务业综合改革不仅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提高服
务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还要将发展服务业作为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内容、改善民生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服务业综合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破除
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主要包括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健
全配套基础制度等。二是强化服务业发展的要素保障，主要包括加大服务业资金投入，加强服务业人才
队伍建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尤其是２０１６年推行的第二批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更加注重服务业
的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积极推动服务创新和开放，努力消除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改善服务业发展环境，
充分挖掘服务业发展潜力。试点地区的服务业综合改革开启了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障碍的有益探索，
有利于降低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成本，促使服务业发展的制度体系和生态系统得到显著改善，有效推动
了本地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国内外的研究均表明，服务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不仅关乎服务业本身，也会通过产业联动机制推动制造业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由于我国的现代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服务业对制造业企业的支撑引领作用不足是制约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
一，因而通过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制造业企业提供优质的中间品服务，进而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加
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途径。服务业综合改革优化了服务业的营商环境，推动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使
制造业企业可以获得更多种类、更低价格、更高质量的生产和经营服务，并在产业关联作用下产生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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溢出效应，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市场创新，最终带来制造业企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的提升。因此，服务业综合改革促进了试点地区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又将显著提
升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１：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促进了试点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２．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
本文认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产生率的提升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可以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和降低
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二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强化产业间和企业间的技术创新合作
和知识溢出效应，服务业中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可以通过供应链和合作伙伴关系传递给制造业企业，从而
提高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三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服务转型，并促使制造业企业进行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本降低效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可以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
成本：一是通过加剧市场竞争促使服务价格下降，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服务业综合改革推
动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然会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服务业管制的放松会提高服务市场的竞争
程度（Ｂｅｖｅｒｅｌｌｉ，２０１７）［３６］，竞争加剧则会促使服务业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通过服务价格
的降低减少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邵朝对等，２０２１）［１０］。二是通过改善制度和优化环境降低服务
业和制造业企业的交易成本。服务业综合改革推动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可以降低服务业发展的制
度成本和交易成本，有利于服务价格下降，从而降低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而且也改善了制造业
企业的发展环境，进而降低制造业企业的交易成本。三是通过吸引产业集聚产生规模效应，从而降低服
务业和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服务业综合改革推动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通过制度创新和管制放
松等形成政策高地和交易成本洼地，吸引服务业和制造业企业进入，产业集聚带来市场规模扩大，从而
有利于降低企业发展的各种成本（Ｍｅｌｉｔｚ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３７］。成本是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重要因素，生产
经营成本的降低会直接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降低制造业企业的
生产经营成本来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２：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成
本的路径来提升试点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２）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促进效应。由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存在产业关联和投入产出关系，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和水平的提高：一是通过专业化外包提高制造业企业
技术创新能力。服务业综合改革推动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了服务业规模扩张和质量提升，使得制
造业企业可以将部分原本由内部提供的服务转为外部采购，从而使生产性服务业内涵的技术、信息和人
力资本直接应用于制造业生产过程，提升了制造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制造业企业可以把有限的知
识资源集中于核心技术研发，有利于提高技术创新质量和绩效。二是通过产业关联获取知识溢出。依
托投入产出关系，服务业企业会对制造业企业产生知识溢出，通过为制造业企业提供更加高效的服务间
接推动制造业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刘维刚等，２０１８）［３８］。三是通过产业集聚强化知识溢出。服务业综合
改革通过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吸引大量的服务业资源在试点地区的集聚，产业间的劳
动力流动带动知识外溢，这些不同和互补的知识技术通过相互碰撞催生出更多的技术创新（高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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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３９］。技术创新是企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根本动力，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会直接提高企业的全要素
生产率，因此，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增加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出来提高其全要素生产率。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３：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创新促进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促进创
新的路径来提升试点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３）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融合效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能够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服务业综合改革推动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通过扩大开放、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业管制等措施，不
仅优化了服务供给结构，而且为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创造出更多契机和更好环境。制造业企业生
产率提高的驱动因素并不完全来自内部，服务部门的开放和管制放松有利于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和
创新效率（余淼杰，２０１０；李芳芳等，２０２３）［４０４１］。服务业的规模化、集聚化、专业化发展会提高制造业企
业中间品的供给效率（彭书舟等，２０２０）［４２］，为制造业企业专注生产制造环节、与服务业企业融合发展提
供了可能，同时服务外包也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溢出效应（张艳等，２０１３）［４３］。此
外，服务业管制放松有利于激励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链双向延伸，形成服务型制造、制造业服务化等
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产业融合发展可以通过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双重机制促进融合产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提升（高智等，２０１９）［４４］，从企业层面来看，服务业企业可以通过融入更多工业化生产方式来提高规模
经济效应和生产效率，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服务转型和融入供应链管理、设备运营维护等增值服务来实
现延链增值和效率提升。因此，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服务转型等来提高其全
要素生产率。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４：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推动制
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路径来提升试点地区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三、研究设计和数据说明

１．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在政策效应评估中，通常运用双重差分估计（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ＤＩＤ）来处理内生性问题，但试

点性政策的实施对象可能并非随机选择的结果，这会带来处理组与对照组原本就存在显著差异的样本
选择偏差问题。为了缓解因样本选择偏差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ＰＳＭＤＩＤ方法来考察国家服务
业综合改革试点的政策效应。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作为处理组，其他城市的
制造业企业作为对照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ＰＳＭ）方法进行样本匹配，使得匹
配后的两组样本企业除了是否受到试点政策影响外尽可能具有相似的特征，即为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
业寻找合适的对照组样本，以克服样本选择偏差的影响。在此基础上，采用匹配的样本进行双重差分法
检验。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ｌｎｔｆｐｉｔ ＝α＋βｐｏｓｔｉｔ＋θＸｉｔ＋μｉ＋λ ｔ＋εｉｔ
其中，ｉ和ｔ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μｉ为个体固定效应；λ ｔ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ｌｎ ｔｆｐｉｔ）“全要素生产率”为ｔ年度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自然对数值。测算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的方法有ＯＬＳ、ＦＥ和控制函数法（ＯＰ法和ＬＰ法）等，一般来说，ＯＬＳ和ＦＥ方法不足以解决内生
性问题，会带来估计偏误，因而主流文献多采用ＯＰ法和ＬＰ法（Ｏｌｌｅｙ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６；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３）
来估计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４５４６］。本文在基准模型回归中运用ＬＰ法估计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
采用ＯＰ法估计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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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ｐｏｓｔｉｔ）“服务业综合改革”为ｔ年度ｉ企业所在城市是否属于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
点地区的虚拟变量（即ＤＩＤ项），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在试点当年及以后的年份赋值为１，否则赋值
为０。

参考任胜钢（２０１９）等的研究［４７］，选取企业层面的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Ｘｉｔ）：一是“资产负债
率”，采用负债总额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二是“股权集中度”，采用前十大股东持股份额来衡量；三
是“产权性质”，为虚拟变量，国有企业赋值为１，其他企业赋值为０；四是“资产利润率”，采用净利润占资
产总额的比值来衡量；五是“企业规模”，采用企业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六是“流动资产占比”，
采用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比重来衡量；七是“上市年龄”，采用观测年份与企业上市年份之差加１的自然
对数值来衡量；八是“托宾Ｑ值”，采用总市值与总资产的比值来衡量。

为检验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能够通过降低成本、促进创新、推动产业融合３条路径来促进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提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

Ｍｉｔ ＝α＋βｐｏｓｔｉｔ＋θＸｉｔ＋μｉ＋λ ｔ＋εｉｔ
ｌｎｔｆｐｉｔ ＝α＋βｐｏｓｔｉｔ＋φＭｉｔ＋θＸｉｔ＋μｉ＋λ ｔ＋εｉｔ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选取３个中介变量：一是“成本费用率”，采用主营业务成本和管理费用之和与

营业收入的比值来衡量，用以检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本降低效应；二是“专利申请数”，采用企业当
年的专利申请数来衡量，用以检验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促进效应；三是“服务转型程度”，参照陈漫
和张新国（２０１６）的做法［４８］，采用企业总营业收入中生产性服务业收入的占比来衡量，用以检验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融合效应。

２．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以沪深Ａ股的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出于政策冲击前后的时间跨度对等以及避免疫情

冲击影响的考虑，样本期间选定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为了保证数据的有效性，进行如下样本筛选：一是剔
除ＳＴ类、ＳＴ类和ＰＴ类企业，二是剔除基础数据严重缺失或者基本指标存在明显错误（如负债率大于
１或者小于０）的样本。采用线性插值法对个别缺失值进行填补，并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１％的缩尾处
理，最终得到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期间存活的６８０家企业共８ ８４０个观测值。企业层面的数据主要来源于
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ＣＳＭＡＲ）以及样本企业的年报。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根据《国家发
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通知》（发改产业〔２０１０〕１８２６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做
好“十三五”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产业〔２０１６〕２５５７号）两个文件公布的名单确定，同
时考虑到试点地区包括了普通地级市、区县、开发区等多个层级，借鉴石大千等（２０１８）的做法［４９］，剔除
了未涵盖整个地级市的试点地区样本。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Ｎ＝ ８ ８４０）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８ ２６１ ０ ９７４ ５ ０３６ １１ ２３０

核心解释变量 服务业综合改革 ０ ２０４ ０ ４０３ ０ １

中介变量
专利申请数 ３ ４０８ １ ４９２ ０ ９ ０３５

成本费用率 １ ０７２ １ ３０５ ０ ３７２ １０１ ７

服务转型程度 ０ ３１６ ０ ７７９ ０ ５ 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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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资产负债率 ０ ４７６ ０ ２３６ ０ ００７ １２ ２４０

股权集中度 ０ ５３９ ０ １４８ ０ １０４ ０ ９５５

产权性质 ０ ５２２ ０ ４９９ ０ １

资产利润率 ０ ０３６ ０ １２３ －７ ７００ ３ １１６

企业规模 ８ ０５１ １ １６４ ２ ８９０ １２ ２９０

流动资产占比 ０ ５５３ ０ １７３ ０ ０４２ １

上市年龄 ２ ４３８ ０ ６１８ ０ ３ ４０１

托宾Ｑ值 ２ ０８１ １ ４４８ ０ １５３ ３３ ９５０

四、实证结果分析

１．倾向得分匹配
在进行双重差分检验之前，运用ＰＳＭ方法为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寻找合适的对照组样本。如果

对样本数据直接进行ＰＳＭ，可能会造成不同年份的处理组样本与对照组样本匹配，从而导致匹配结果的
不可信。因此，参照Ｈｅｙｍａｎ等（２００７）的方法［５０］，本文采取逐年匹配的方式，仅限在同期对照组中寻找
最合适的匹配对象。样本包括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共１３年的数据，因而合计匹配１３次。对倾向得分匹配结
果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由于篇幅所限，表２仅列出２００７年的匹配结果）：所有协变量在匹配之后
的标准偏差均小于５％，说明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合理；所有变量的ｔ统计量均不显著，说明处理组和对
照组在匹配后无显著差异，匹配结果有效。在逐年依次匹配后，删去没有匹配上的观测值，并将２００７—
２０１９年的数据合并，得到非平衡面板观测值共计８ ７７０个，用于之后的ＤＩＤ估计。

表２　 ２００７年样本倾向得分匹配的平衡性检验结果

变　 量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偏差（％） 标准偏差

减少幅度（％） ｔ统计量 ｔ检验
ｐ＞ｔ

资产负债率 匹配前 ０ ４７９ ０ ４８５ －１ ６

匹配后 ０ ４７９ ０ ４８０ －０ ４
７４ ８

－０ １７ ０ ８６６

－０ ０５ ０ ９６１

股权集中度 匹配前 ０ ６０５ ０ ５７５ ２０ １

匹配后 ０ ６０５ ０ ６０１ ２ ７
８６ ５

２ ４２ ０ ０１６

０ ２８ ０ ７７７

资产利润率 匹配前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４ －０ ９

匹配后 ０ ０６３ ０ ０６３ －０ ０
９８ ８

－０ １１ ０ ９１６

－０ ０ ０ ９９９

产权性质 匹配前 ０ ５２３ ０ ５５６ －６ ６

匹配后 ０ ５２３ ０ ５２２ ０ ３
９６ １

－０ ８０ ０ ４２２

０ ０３ ０ ９７９

流动资产占比匹配前 ０ ５９８ ０ ５４６ ３０ ９

匹配后 ０ ５９８ ０ ５９４ ２ １
９３ １

３ ７２ ０ ０００

０ ２２ ０ ８２５

托宾Ｑ值 匹配前 ２ １３１ ２ ２７４ －１０ ９

匹配后 ２ １３１ ２ １６０ －２ ２
７９ ６

－１ ３２ ０ １８８

－０ ２４ ０ ８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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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变　 量 均值
处理组 对照组 标准偏差（％） 标准偏差

减少幅度（％） ｔ统计量 ｔ检验
ｐ＞ｔ

上市年龄 匹配前 １ ６０９ １ ７１６ －１１ ６

匹配后 １ ６０９ １ ６２６ －１ ９
８３ ４

－１ ４４ ０ １５０

－０ １９ ０ ８４６

企业规模 匹配前 ７ ６４０ ５ ７ ６８８ ６ －４ ３

匹配后 ７ ６４０ ５ ７ ６３６ ８ ０ ３
９２ ４

－０ ５２ ０ ６０５

０ ０３ ０ ９７３

２．基准模型回归
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具有相同的时间趋势是双重差分估计有效的前提条件，本文借

鉴Ｂｅｃｋ等（２０１０）的做法［５１］，采用事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以政策实施当年为基期，
将研究范围设定为政策实施前６年与后６年，用ｐｏｓｔｋｉｔ 代表政策实施的时间虚拟变量，构建如下模型：

ｌｎｔｆｐｉｔ ＝ ａ ＋ ｕｉ ＋ λ ｔ ＋∑
６

ｋ ＝ －６
θｋｐｏｓｔｉｔ

ｋ ＋∑βＸｉｔ ＋ εｉｔ。检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在政策实施前，所有系数的置信
区间都包括０值，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显著差异，满
足平行趋势假设。从动态效应来看，政策效应在试点后的第三年开始显现，并在第五年达到高峰，在第
六年有所下降，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促进了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该政策效应存
在一定滞后性。

表３汇报了基准模型的ＰＳＭＤＩＤ估计结果，后两列在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
进一步控制了行业与年份的交互固定效应，以控制行业层面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服务业综合改
革”的估计系数均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的全
要素生产率提升，假说１得到验证。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也基本符合预期，不再赘述。

注：圆圈为动态ＤＩＤ的估计系数，竖线范围为９５％的置信区间。
图１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表３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　 量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法）

服务业综合改革 ０ ０５３（０ ０１９） ０ ０５０（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１（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６（０ ０１６）
资产负债率 ０ １８９（０ １０９） ０ １８４（０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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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３
变　 量 全要素生产率（ＬＰ法）

股权集中度 ０ ５２５（０ ０５７） ０ ５３３（０ ０５６）
资产利润率 ０ ７４７（０ １４２） ０ ７４８（０ １４３）
产权性质 －０ ０１２（０ ０２５） －０ ０２２（０ ０２４）
企业年龄 ０ ２１１（０ ０２０） ０ ２０６（０ ０２０）
托宾Ｑ值 －０ ０３３（０ ００５） －０ ０３９（０ ００５）
流动资产占比 １ ０９８（０ ０５７） １ ０８０（０ ０５８）
企业规模 ０ ３２８（０ ０１４） ０ ３１９（０ ０１４）
常数项 ８ ２５５（０ ００６） ４ １６３（０ １２４） ８ ２６０（０ ００５） ４ ２７２（０ １２５）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 ７７０ ８ ７７０ ８ ７４４ ８ ７４４

Ｒ２ ０ ８７０ ０ ９１１ ０ ８７９ ０ ９１８

　 　 注：、、分别表示１０％、５％、１％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３．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以下稳健性检验：一是安慰剂检验。本文借鉴Ｃａｉ

等（２０１６）的做法［５２］，进行多期安慰剂检验。从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中随机选取与基准模型处理组相同
数量的样本，并随机生成政策实施时间，构建出虚拟的处理组和双重差分项（ｐｏｓｔｉｔ），重新进行ＤＩＤ估计。
按照上述过程重复抽取５００次，得到５００个虚拟的政策效应的估计值，绘制其核概率度图如图２所示。
绝大多数虚拟政策项的估计系数集中在－０ ０３到０ ０３之间且ｐ值大于０ １，而基准模型的估计系数为
０ ０４６（ｐ值为０ ０１６），属于显著异常值，表明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差异是由除服务业综
合改革试点之外其他因素引起的可能性极小，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促进了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
生产率提升的结论是可信的。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基准模型采用ＬＰ法测算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改用ＯＰ法重新测算样本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重新进行模型检验，回归结果见表４。“服务业综合
改革”的估计系数依然在１％的水平上显著，再次验证了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稳健性。

注：横轴为估计系数值，纵轴为ｐ值和密度值，曲线描绘了５００次安慰剂检验得到的估计系数核密度分布。
图２　 多期安慰剂检验ＤＩＤ项估计系数的核概率密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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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替换被解释变量估计结果
变　 量 全要素生产率（ＯＰ法）

服务业综合改革 ０ ０６５（０ ０１７） ０ ０６４（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９（０ ０１７） ０ ０６７（０ ０１６）
资产负债率 －０ １１６（０ １２７） －０ １２１（０ １２８）
股权集中度 ０ １８０（０ ０５６） ０ １９４（０ ０５７）
资产利润率 ０ ５７１（０ １６４） ０ ５６１（０ １６１）
产权性质 ０ ０２３（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７（０ ０２５）
企业年龄 ０ １０８（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１（０ ０１９）
托宾Ｑ值 －０ ０２３（０ ００４） －０ ０２８（０ ００５）
流动资产占比 １ ０３５（０ ０５６） １ ０４５（０ ０５７）
企业规模 ０ ０５０（０ ０１３） ０ ０４７（０ ０１３）
常数项 ３ ４２２（０ ００５） ２ １４０（０ １１４） ３ ４２１（０ ００５） ２ １９０（０ １１５）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７ ５８９ ７ ５８９ ７ ５８９ ７ ５８９

Ｒ２ ０ ７７６ ０ ８０５ ０ ７９５ ０ ８２３

４．中介效应检验
（１）降低经营成本路径。以“成本费用率”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５的Ｐａｎｅｌ Ａ。“服

务业综合改革”对“成本费用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降低了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
的生产经营成本；“成本费用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制造业企业生产经营成本
的降低促进了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显示，Ｚ统计量大于１ ６４，拒绝不存在中介效应的
原假设。上述结果表明，“成本费用率”在“服务业综合改革”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
应，即服务业综合改革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的路径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假说２得到验证。

（２）促进技术创新路径。以“专利申请数”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５的Ｐａｎｅｌ Ｂ。“服
务业综合改革”对“专利申请数”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有利于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
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专利申请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正，表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产
出增加促进了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显示，Ｚ统计量大于１ ９６，拒绝不存在中介效应的
原假设。上述结果表明，“专利申请数”在“服务业综合改革”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即服务业综合改革通过增加技术创新产出的路径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假
说３得到验证。

（３）推动服务转型路径。以“服务转型程度”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５的Ｐａｎｅｌ Ｃ。
“服务业综合改革”对“服务转型程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推动了试点城市制造
业企业的服务转型；“服务转型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显著正，表明制造业企业服务转型程
度的提高促进了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Ｓｏｂｅｌ检验结果显示，Ｚ统计量大于１ ９６，拒绝不存在中介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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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假设。上述结果表明，“服务转型程度”在“服务业综合改革”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中发挥了显著的
中介作用，即服务业综合改革通过促进服务转型的路径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
率，假说４得到验证。

表５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Ｐａｎｅｌ Ａ：降低生产经营成本 Ｐａｎｅｌ Ｂ：促进技术创新 Ｐａｎｅｌ Ｃ：推动服务转型
成本费用率全要素生产率专利申请数全要素生产率服务转型程度全要素生产率

服务业综合改革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６）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７）
０ １２６

（０ ０４４）
０ ０５７

（０ ０２０）
０ ７９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７３

（０ ０３１）

成本费用率 －０ ９３０

（０ １７４）

专利申请数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０６）

服务转型程度 ０ ０６０

（０ ０２０）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 ７４４ ８ ７４４ ５ ８２８ ５ ８２８ ８ ７８１ ８ ７８１

Ｒ２ ０ ６０８ ０ ９２１ ０ ８６４ ０ ９２８ ０ ７１７８ ０ ９０７４

Ｓｏｂｅｌ检验 Ｚ＝ １ ８３７＞１ ６４ Ｚ＝ ４ ９７７＞１ ９６ Ｚ＝ ２ ３６９＞１ ９６

五、进一步的讨论：异质性分析
政策效应的大小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的科学性与适宜性，还受到政策实施环境和实施对象的影响，

因而对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特征的企业，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所能产生的影响程度可能存在显
著差异。鉴于此，本文分别基于地区、行业、企业层面选取市场化水平、要素密度、资产规模３个维度进
行异质性分析。

一是地区市场化水平异质性。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中，同样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存在较大
差异，服务业综合改革的效果也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在制度环境较好的地区，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市
场中介组织、市场制度等发育较为成熟，有利于服务业综合改革的顺利推进，从而产生较强的政策效应。
对此，本文基于样本期间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存在显著差异的经济现实，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在市场化
水平较高的地区服务业综合改革对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是否更为显著。制度
环境变量“地区市场化水平”采用样本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的自然对数值来衡量，其值越大则制
度环境越好。模型检验结果见表６的Ｐａｎｅｌ Ａ，“服务业综合改革×地区市场化水平”的估计系数在１％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对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在市场化水平
越高的地区越显著。

二是行业要素密度异质性。按照使用生产要素的密集程度，可以将制造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
资本密集型行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其中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在制造和研发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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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知识和技术等服务要素，因此更能基于中间投入的路径获取服务业综合改革所诱发的效率红利
（凌丹等，２０１９）［５３］。本文基于行业的要素密度构建虚拟变量“技术密集型行业”：借鉴尹美群等（２０１８）
的做法［５４］，按照证监会２０１２年行业分类标准，将制造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
密集型行业３类，若样本企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则赋值为１，属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或劳动密集型行业
则赋值为０。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６的Ｐａｎｅｌ Ｂ，“服务业综合改革×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估计系数
在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相比资本密集型行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
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

三是企业规模异质性。制造业企业规模的不同可能导致其受服务业综合改革的影响不同，规模较
大的企业治理体系往往较为完善，在面临市场变化时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强，并且规模效应使得其生产经
营成本较低，更容易获取政策红利，从而实现更大程度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基于企业的资产规模
构建虚拟变量“大型企业”：借鉴孙雪娇和范润（２０２３）的做法［５５］，根据企业资产总额的行业中位数进行
赋值，当样本企业资产总额大于等于其所在行业的中位数时归为大型企业（赋值为１），否则归为小型企
业（赋值为０）。调节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６的Ｐａｎｅｌ Ｃ，“服务业综合改革×大型企业”的估计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相比小型制造业企业，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对大型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作用更强。

表６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Ｐａｎｅｌ Ａ：地区市场化 Ｐａｎｅｌ Ｂ：行业要素密度 Ｐａｎｅｌ Ｃ：企业规模

服务业综合改革×地区市场化水平 ０ ７６５（０ １４１）
服务业综合改革×技术密集型行业 ０ ． ０９６（０ ０３２）
服务业综合改革×大型企业 ０ １４２（０ ０２０）
常数项 ４ ３４９（０ ２５１） ４ ２５０（０ １２２） ４ ２７１（０ １２２）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行业×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８ ７７０ ８ ７７０ ８ ７７０

Ｒ２ ０ ９８８ ０ ９０５ ０ ９１７

六、结论与启示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从而可以促进

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高质量发展。服务业综合改革通过破除服务业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和
强化服务业发展的要素保障等有效推动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进而可以产生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
产率的政策效应。本文采用２００７—２０１９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ＰＳＭＤＩＤ方法检验服务业综合
改革对试点城市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升了试点城市制造
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
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３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
综合改革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存在地区、行业和企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市场化水平较高
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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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启示：首先，要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持续扩大改革红利。总结推广可
复制的改革措施和典型经验，有序扩大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地区范围；注重提升改革的系统性、适
应性和精准性，稳步推进服务业的转型升级和对外开放；加快建设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服务业发展环
境，提升制造业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益。其次，要因地制宜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以差异化的改革路径
和措施促进各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存在较大差异，在推进服务业综合改革时应
结合当地的经济社会现实，立足要素禀赋结构和产业特色，以有效满足差异化的服务需求为导向，制定
具有针对性和适宜性的政策措施。经济发展和制度建设较好的地区应扛起服务业综合改革的“领头羊”
重任，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应加快市场化进程以更好地发挥服务业综合改革的积极效应。最后，要注
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加强制造业
与本土服务业的供需对接，增强制造业需求对服务业发展的带动作用，自主培育一批能级高、竞争力强
的现代服务业企业，推动服务业的结构优化和升级；同时，促进制造业企业与技术含量更高的服务业企
业对接，释放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溢出和带动作用，实现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建立和完善服务业与
制造业协同互促的融合发展格局，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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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高智，鲁志国．装备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融合发展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Ｊ］．商业研究，２０１９（７）：４２４９．
［４５］ＯＬＬＥＹ Ｇ Ｓ，ＰＡＫＥＳ Ａ．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Ｊ］．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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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尹靖华，宁愉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１９９６，６４（６）：１２６３１２９７．
［４６］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Ｊ，ＰＥＴＲＩＮ Ａ ．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Ｊ］．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０３，７０：３１７３４２．
［４７］任胜钢，郑晶晶，刘东华，等． 排污权交易机制是否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Ｊ］． 中

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９（５）：５２３．
［４８］陈漫，张新国．经济周期下的中国制造企业服务转型：嵌入还是混入［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６（８）：９３１０９．
［４９］石大千，丁海，卫平，等．智慧城市建设能否降低环境污染［Ｊ］．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８（６）：１１７１３５．
［５０］ＨＥＹＭＡＮ Ｆ，ＳＪ?ＨＯＬＭ Ｆ，ＴＩＮＧＶＡＬＬ Ｐ Ｇ． Ｉｓ ｔｈｅｒｅ ｒｅａｌｌｙ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ａｇｅ ｐｒｅｍｉｕｍ？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ａｔｃｈｅｄ

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ｅ ｄａｔ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７，７３（２）：３５５３７６．
［５１］ＢＥＣＫ Ｔ，ＬＥＶＩＮＥ Ｒ，ＬＥＶＫＯＶ Ａ． Ｂｉｇ ｂａｄ ｂａｎｋｓ？ｔｈｅ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ｎｋ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０，６５（５）：１６３７１６６７．
［５２］ＣＡＩ Ｘ Ｑ，ＬＵ Ｙ，ＷＵ Ｍ Ｑ，ｅｔ ａｌ． 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ａｗａｙ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１６，１２３：７３８５．
［５３］凌丹，刘慧岭，肖德云．生产性服务业中间投入对制造业贸易利益的影响［Ｊ］．中国科技论坛，２０１９（５）：３５４５．
［５４］尹美群，盛磊，李文博．高管激励、创新投入与公司绩效———基于内生性视角的分行业实证研究［Ｊ］．南开管理评论，

２０１８，２１（１）：１０９１１７．
［５５］孙雪娇，范润．数字经济对大中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鸿沟效应［Ｊ］．经济管理，２０２３，４５（８）：４５６４．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Ｕ Ｊｕｎ１，ＹＩＮ Ｊｉｎｇｈｕａ２，ＮＩＮＧ Ｙｕｊｉａ１
（１．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Ｎａｎｊｉｎｇ ２１００２３，Ｊｉａｎｇｓｕ，Ｃｈｉｎａ；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５２１，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ｔｓｅｌｆ，ａｎｄ ｉｔ
ｗｉｌｌ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 Ｉｎ
２０１０，Ｃｈｉｎａ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ｒｅｌａｘ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ｕｓ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ａ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ａｒｇｅ，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ａｃｋ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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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俊，尹靖华，宁愉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ｆｆｅｃｔ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ｎ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ｙ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ｌｉｓｔ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ｓｈａｒ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７ ｔｏ ２０１９，ｔｈｅ ＰＳＭ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ｗａｓ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 ｓｔｉｌｌ ｈｏｌｄ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ｉｎｇ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ｍｏｒ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ｒｇｅｒｓｃａｌ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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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胡俊，尹靖华，宁愉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


